
三国至隋唐五代时期考古
倪润安

２０１９年三国至隋唐五代时期考古成果丰硕，总量达到３５０篇 （部）以上，研究格局

呈现出新趋势。墓葬的发现与研究仍然是本时段最主要的内容，曹魏墓葬、南朝墓葬砖

画、唐墓壁画是值得注意的几个亮点。都城的发现与研究方面，新公布的资料不多，但数

十年的积累推进了研究的深度，尤其在北魏洛阳城的复原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手工业

遗存的发现与研究处于萎缩状态，乏善可陈。中外文化交流考古研究保持平稳发展。宗教

遗存的发现与研究、墓志与碑刻研究在本年度表现突出，成果所占比例较高。这两个方面

均有多种专业期刊或集刊作为平台，为成果及时而充分地发表创造了良好条件。以敦煌学

为标杆，近年来云冈学又整装奋起，未来石窟和造像研究的成果将会更多。以墓志、碑刻

为主的出土文献研究，除了考古学者整理汇编新资料之外，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等学科

的学者也十分重视，从多种角度考释和深入探索碑志的信息，相关成果蔚为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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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都城

本年度都城的发现与研究，所涉有中原地区的邺城、洛阳城、长安城，以及边疆地区

的渤海上京城。

邺城方面，沈丽华探讨了曹魏邺城的都城空间与葬地分布，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布局关

系 （陈晓露主编：《芳林新叶———历史考古青年论集》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洛阳城方面，陈建军、余冰从汉魏洛阳宫太极殿遗址的考古资料入手，探讨历朝太极

殿的建筑形制、发展变化及 “三朝五门”制度的形成与发展等问题 （《洛阳考古》第１
期）。钱国祥结合近六十年的考古工作和文献资料，对北魏洛阳城的内城、外郭城、宫城

形制和重要建筑布局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复原研究 （《华夏考古》第４期、第６期，肖小勇
主编：《聚才揽粹著新篇———孟凡人先生八秩华诞颂寿文集》，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工作队、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河南洛阳市隋

唐东都宫城核心区南部进行全面考古发掘，第一次明确了应天门遗址的分期与形制，确定

了永泰门的位置和形制 （《考古》第１期）。韩建华讨论了唐东都洛阳的明堂形制及其内
涵，认为东都洛阳明堂的建造，是武则天为革唐代周而做的礼仪准备 （《中原文物》第

６期）。
长安城方面，何岁利运用最新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分析唐大明宫 “三朝五门”空间

布局，认为考古工作所揭示的大明宫内部以三道宫墙为框架，以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

为中心形成外朝、中朝和内朝三朝区域格局，是唐代对传统 “三朝五门”礼制的新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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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含元殿外朝空间的创立，突破了周、汉、魏、晋、北周以及隋代以来外朝在门址等

非宫殿场所举行的传统，开创了三殿对应三朝的新体制，并为后世历朝所效仿 （《考古》

第５期）。罗瑾歆从门道、平面布局两方面对唐长安城太极宫承天门的形制做初步探索，
推断该门应为一门三道的城门，并认为承天门是第一座明确以组合建筑形式出现的城门，

创建了一种以飞廊连接城门墩台、朵楼和双阙的城门范式，也是第一座真正实现三出阙的

城门 （《考古》第１２期）。曲安京、陈镱文复原了唐长安城圜丘的天文模型，认为圜丘蕴
含了一个三圆三方的宇宙模型，可能未按照隋代的方案设计建造 （《考古》第８期）。

边疆地区都城方面，刘晓东对渤海上京城北垣外侧８、９号寺庙址始建年代作了补充
论证，认为宋玉彬关于这两座寺庙址始建年代的新说是可信的，即其始建年代为大钦茂以

上京为都时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２５辑，科学出版社）。
徐龙国对汉魏两晋南北朝都城的模式及其形成、演变过程进行论述，认为这个时期逐

渐建立起新的都城模式，如单一宫城、三城制、中轴对称布局、一门三道、坐北向南的朝

向等，这些都为后世都城所继承 （《中原文物》第１期）。

（二）地方城市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渠县历史博物馆对城坝遗址进行了连续五
年的系统性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清理出各类遗迹４４５处，出土大量战国晚期至魏
晋时期的遗物。其中 “郭家台城址”的兴建、增修、废弃年代与历史文献记载可相印证，

其结构完整，布局清晰，尤其是砖构、石构城门和街道的发现全国少见，为汉晋城址的研

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考古》第７期）。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成都市东华门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分为五期，

其中第三期为东汉中晚期至蜀汉，第四期为蜀汉末至东晋早期，第五期为东晋晚期至南朝

中期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编：《成都考古发现 （２０１７）》，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黑龙江省友谊县凤林城遗址进行发掘，

发现早、晚两个时期的文化遗存，晚期遗存被命名为 “凤林文化”，年代在魏晋十六国时

期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凤林城：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度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
版社）。

孙永刚等对晋阳古城二号建筑东组建筑基址的两座窖穴遗迹进行系统的植物种子采样

与浮选，区分出农作物种子８种，非农作物种子中以藜的数量最多，此研究有利于深入认
识魏晋十六国时期晋阳地区的生业方式 （《考古与文物》第６期）。

汪勃、王小迎对隋江都宫的中轴线和主要道路等形制布局略作探讨，推测隋江都宫及

东城基本沿袭了南北朝时期广陵城的范围及其主要道路网 （《东南文化》第４期）。汪勃
还介绍了扬州唐罗城的城墙和城壕、中轴线、城内格局以及相关运河概况，探讨了隋唐时

期淮南运河扬州唐罗城段之位置，认为扬州唐罗城四至范围和中轴线与隋唐及其以前开凿

的运河有关，扬州唐罗城的形成与其周边水系的发展变化相辅相成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

刊》第２期）。
朱忠华对南诏城出土的纪年有字瓦进行梳理，推断纪年的具体年代，并探讨相关城址

的修建年代、历史沿革及结构布局，认为唐开元二十七年至大历十四年 （７３９～７７９年）
是南诏筑城的高峰期 （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南方民族考古》第十八辑，科学出版社）。

７０１



（三）其他遗址

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吉林省通化市万发拨子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该遗址是鸭绿江中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明代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可分为六期，其中第

五期遗存属于高句丽中期文化遗存，年代为魏晋时期；万发拨子高句丽早期积石墓的发现

及其与该遗址高句丽时期墓葬的传承关系，对研究高句丽墓葬的起源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

作用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通化万发拨子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成都市金牛区席草田街遗址进行考古发掘，遗址
可分为三期，其中第二期为隋至唐初，第三期为晚唐五代时期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编：

《成都考古发现 （２０１７）》，科学出版社）。
魏坚、孟燕云在调查材料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北魏长城的起止位置、分布走向、长

度以及在北魏军事防御体系中所起的作用等问题，认为北魏修筑的北部长城防线是随着其

国力的增强而不断北移的，逐渐形成了以六镇与长城为中心的军事防御体系 （《文物》第

７期）。张文平依据 《魏书》的记载，认为六镇是一个变化的概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镇

城，并结合考古资料对沃野镇、怀朔镇的建置进行了考证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编：

《东方考古》第１６集，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河南浚县黎阳仓遗址进行持续考古勘探和

发掘，其中６号仓窖形制规模宏大，遗存丰富，应为隋唐时期遗存，为研究中国古代官仓
建设和储粮技术的发展增添了新依据 （《华夏考古》第４期）。刘婷以含嘉仓、回洛仓和
黎阳仓为重点，兼及集津仓和盐仓，探讨隋唐时期漕仓的选址、平面布局、储粮方式及其

变化 （《中原文物》第１期）。王炬、吕劲松、赵晓军依据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勘探和发掘
资料，对隋唐大运河的开凿、设立诸粮仓的原因和分布特点、仓窖的形制规模等进行探讨

（《洛阳考古》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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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墓葬发现

１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中原北方地区墓葬
２０１５年，焦作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南焦作市博爱县上期城村发掘一座曹魏墓葬，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焦作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大学艺术学院整理了这座墓的资料

（《中原文物》第２期）。
２００８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密云县文物管理所在北京市密云县密云镇大唐庄村发

掘一座西晋砖室墓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３期）。２０１８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北
京市延庆区大榆树村发掘一座西晋墓，出有鲜卑特征的陶罐 （《北京文博文丛》第４期）。
２０１１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郑州市上街区清理三座西晋中晚期墓葬 （《文物》第

１２期）。２０１３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洛阳市洛龙区龙门大道发掘一座西晋中晚期
墓葬 （Ｃ７Ｍ６２３８）（《洛阳考古》第１期）。２０１６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长安区东
祝村发掘两座西晋墓 （《文物世界》第３期）。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南京博物院、徐州博物馆、
邳州市博物馆在江苏邳州陈滩村煎药庙西晋墓地清理砖室墓葬九座，应是西晋时期下邳国

的一处家族墓地 （《考古学报》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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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敦煌佛爷庙湾墓群清理墓葬９１座，其中纪年墓１１
座，整个墓群年代范围为西晋至五凉时期 （《文物》第９期）。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甘肃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对敦煌佛爷庙湾—新店台墓群保护范围内的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 ＩＩＩ
区出土西晋十六国墓葬５０座 （《文博》第５期）。
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０年，朝阳县文化馆文物队在辽宁朝阳县腰而营子村大姚金沟砖厂取土

场内，先后各抢救性发掘一座十六国前燕时期鲜卑墓；现由朝阳市龙城区文物管理所、朝

阳县文物管理所整理这两座墓的资料 （《北方文物》第４期）。
１９７４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在山西省大同市云冈镇石头村发掘一座

北魏墓，大同市博物馆对该墓及大同城西其他几座北魏墓葬的出土器物做了介绍 （《中国

国家博物馆馆刊》第１１期）。２００２年，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在大同二电厂二期改扩建工程
中发掘北魏墓葬２７座 （《文物》第８期）。２０１２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洛阳市龙盛
小学清理北魏永安元年 （５２８年）曹连墓，出土一具四神、孝子图画像石棺 （司马国红、

顾雪军编著：《洛阳北魏曹连石棺墓》，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偃师市文物旅游局、洛阳
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河南省偃师市城关镇新寨工业园区发掘两座北魏墓葬，其中一座纪年

为正光元年 （５２０年）（《中原文物》第６期）。２０１８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北
京联合大学在西安市灞桥区江村发掘北魏墓葬１０座，应是北魏略阳郡阿阳县王氏家族墓
地 （《文博》第１期）。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三合庄改造区发掘２０５座

东汉至明清时期墓葬，其中Ｍ６６为东魏元象二年 （５３９年）韩显度墓 （《考古》第９期）。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历史博物馆、长安区旅游民族宗教文物局在西
安长安区郭庄村发掘一座西魏墓葬，墓主为吐谷浑晖华公主与茹茹将军乞伏孝达 （《考古

与文物》第４期）。２００８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博物院对山西朔州水泉梁北齐壁画
墓进行抢救性发掘，该墓墓室遍布彩绘壁画，是山西地区发现的规模较大、保存基本完整

的北齐墓葬壁画之一 （山西博物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朔州水泉梁北齐壁画墓发

掘报告》，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太原北齐刘贵墓遭到毁坏，后收缴回部分墓葬遗物和
１合墓志，墓主卒于北齐河清二年 （５６３年）（《华夏考古》第６期）。２０１０年，陕西省考
古研究院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中发掘了北周拓拔迪及夫人宇文宣华墓，合葬

于北周建德六年 （５７７年）（《中原文物》第３期）。
２六朝时期南方地区墓葬
２００８年，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郧阳博物馆在湖北郧县李营墓地发掘７座

东汉到三国时期墓葬，其中Ｍ２出土曹魏甘露二年纪年砖 （《江汉考古》第２期）。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年，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对江苏苏州虎丘路新村土墩进行考古发掘，其中三国孙吴早
期墓葬Ｍ１为砖室墓，平面呈十字形结构，封土规模较大，是孙吴时期的重要墓葬 （《东

南文化》第６期）。
２０１３年，江宁区博物馆在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抢救性发掘两座西晋墓，均出土

“太康五年九月三日”模印铭文砖。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江宁区博物馆整理了这批资料

（《东南文化》第４期）。
２０１５年，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湖北省襄阳市柿庄村抢救性发掘墓葬２７座，其中

Ｍ１为东晋纪年砖室墓，出土１０余块纪年铭文砖，铭文为 “泰元廿一年韩墓” （《考古》

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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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在江宁区淳化街道双岗社区抢救性发掘５座砖室墓，
为南朝罗氏家族墓地，其中元嘉二十二年 （４４５年）罗健夫妇墓、元嘉三十年 （４５３年）
罗道训墓是刘宋纪年墓葬的重要发现；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整理了这

批墓葬资料 （《文物》第１０期）。２０１５年，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湖北襄阳市柿庄发
掘一座南朝画像砖墓，规模较大，判断其年代为萧梁时期 （《文物》第８期）。２０１８年，
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对福建平潭县仙女山墓Ｍ１进行抢救性发掘，该墓年代应为
南朝晚期至唐初，填补了平潭地区历史时期墓葬考古的空白 （朱岩石主编： 《考古学集

刊》第２２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１年，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博物馆先后在湖北省巴东县焦家湾、五里

堆古墓群共发掘六朝砖室墓６座 （《四川文物》第４期）。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重庆市文化遗
产研究院、丰都县文物管理所在重庆市丰都县马鞍山墓群抢救性发掘六朝墓葬４座 （《文

物》第６期）。２０１４年，镇江博物馆在镇江市润州区清理１１座六朝墓葬和１座窑址 （《东

南文化》第２期）。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扬州市邢江区梅岭村魏庄组
发掘六朝墓葬１９座 （《江汉考古》第６期）。２０１６年，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南京市雨花台
区天隆寺复建工程地块清理５座六朝砖室墓 （《东南文化》第２期）。２０１６年，韶关市博
物馆在广东韶关市浈江区一个建筑工地抢救性发掘３座东晋南朝时期的砖室墓 （朱岩石

主编：《考古学集刊》第２２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水利局编 《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 （２００３卷）》 （科学出版社）

是三峡工程重庆库区第七部考古报告集，集中公布了一批六朝墓葬。重庆中国三峡博物

馆、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２００１年在重庆市丰都县袁家岩遗址发掘两晋南朝墓葬９座；
２００２年，又在袁家岩遗址发掘两晋墓葬２座。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中国三峡博
物馆２０００年在重庆市万州区大地嘴墓地发掘六朝墓葬９座。上海大学文物考古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万州区文物管理所２００１年在重庆市万州区梁上墓群发掘蜀汉至
南朝墓葬３座；２００２年又在万州区银家嘴墓群发掘蜀汉至南朝墓葬３座。山东省博物馆
２００２年在重庆市万州区瓦子坪遗址发掘南朝墓葬３座；２００３年，又在瓦子坪遗址发掘六
朝墓葬７座。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镇江博物馆、云阳县文物管理所２００２年在重庆市
云阳县石家包墓群发掘南朝墓葬４座。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奉节县文物管理所２００３年在
重庆市奉节县三塘崖墓群发掘蜀汉墓葬５座。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益阳市文物管理
处、万州区文物管理所２００３年在重庆市万州区大坪墓群发掘六朝墓葬１３座。重庆市文化
遗产研究院、宝鸡市考古工作队、丰都县文物管理所２００３年在重庆市丰都县槽房沟墓地
发掘蜀汉两晋墓葬５座。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峡考古队２００３年在重庆市奉节
县合同溪墓群发掘南朝墓葬６座。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万州
区文物管理所２００３年在重庆市万州区大湾墓群发掘六朝墓葬５座。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
院、万州区博物馆２００３年在重庆市万州区屠户湾墓群发掘六朝墓葬４座。西安半坡博物
馆、云阳县文物管理所２００３年在重庆市云阳县新河村崖墓群发掘两晋崖墓５座。郑州大
学历史学院、忠县文物管理所２００３年在重庆市忠县土地岩崖墓群发掘南朝崖墓４座。
３隋唐五代时期墓葬
２０１６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北京市房山区鱼儿沟村发掘隋代墓葬３座，出有 “开

皇十八年”铭文纪年砖 （《北京文博文丛》第３期）。
２０１２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在西安市南郊上塔坡村北发掘一批战国晚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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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墓葬，其中１３０号唐墓随葬陶俑保存较为完好，应为唐高宗时期墓葬 （《文博》第

２期）。２０１４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历史博物馆、长安区旅游民族宗教文物局在西
安市长安区郭庄村抢救性清理唐代宰相韩休墓，该墓壁画是此次发掘的重要收获，尤其是

墓室西壁树下高士图、东壁乐舞图和北壁东侧山水图 （《文物》第１期）。２０１４年，西安
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南郊韦曲街道清理４座墓葬，其中Ｍ３为唐开元二十六年
（７３８年）吴兴郡夫人沈和墓 （《文物》第７期）。２０１６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灞
桥区新筑街道兰家小学清理２座唐墓 （《考古与文物》第２期）。２０１８年，西安市文物保
护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在西安市幸福林带建设工程项目二工区Ａ５段 （西

安市高楼村西侧）清理一批墓葬，其中ⅣＭ９年代在盛唐时期 （《考古与文物》第６期）；
ⅢＭ７６年代为８世纪中叶前后，ⅢＭ７５年代为中晚唐时期，ⅣＭ３２年代在８世纪前半叶后
段略偏晚 （《洛阳考古》第１期）；ⅢＭ１４、ⅢＭ５６、ⅢＭ５８、ⅢＭ６３的年代为盛唐至中晚
唐时期 （西北大学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等编：《西部考古》第１８辑，
科学出版社）。同时，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还在西安市幸

福林带建设工程项目三工区 Ｃ１段 （西安市东小寨村西北）清理一座唐代单室土洞墓

Ｃ１－Ｍ１２（《华夏考古》第３期）。２００６年，铜川市考古研究所在陕西铜川新区西南变电
站发掘３座唐墓 （《考古与文物》第１期）。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
考古研究所在宝鸡市新建高新区小学抢救性发掘唐代早期墓葬１座 （《文博》第２期）。
２００６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河南省洛阳南郊花园村北郑西高铁洛阳龙门站项

目工程范围内发掘两座唐代纪年墓，分别是开元三年 （７１５年）豆卢灵昭之妻芮国夫人杨
氏墓，元和十二年 （８１７年）豆卢灵昭之孙豆卢鹗墓 （《考古》第７期）。２０１２年，洛阳
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隋唐洛阳城以南清理唐景龙二年 （７０８年）李敬彝墓 （《华夏考古》

第３期）。１９９５年，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在河南巩义二纸厂抢救性清理两座唐墓，其中
Ｍ１出土墓龙、地吞、观风鸟这三种在河南极其罕见的神煞器；许昌市博物馆、巩义市博
物馆整理发表了此墓的资料 （《中原文物》第３期）。２０１５年，南乐县文物管理所在河南
南乐县马颊河国家湿地公园保护施工过程中抢救性清理了晚唐天复元年 （９０１年）苏绪夫
妇墓 （《中原文物》第４期）。
２０１２年，朝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肖家村发掘一批唐代墓葬，

其中Ｍ１９为天授二年 （６９１年）库延安夫妇合葬墓 （《文物》第５期）。２０１２年，朝阳市
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朝阳市双塔区肖家村玫瑰家园小区 （二期）发掘唐墓４座 （吉林大学

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编：《边疆考古研究》第２５辑，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朝阳市文物
考古研究所在朝阳市滨河地产工地发掘唐上元三年 （６７６年）隋龛墓 （《北方文物》第

２期）。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辛安屯村发掘唐开成二年

（８３７年）幽州潞县县丞艾演墓 （《考古》第２期）。２０１８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北京市
大兴区黄村镇狼垡地区清理唐代墓葬３座 （《北京文博文丛》第４期）。２０１８年，北京市
文物研究所在北京市石景山首钢园区东南区发掘一座晚唐圆形墓葬 （《北京文博文丛》第

４期）。
２０１６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平山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在河北省平山县平山镇王母村

发掘唐哀帝天元年 （９０４年）太原郡霍公夫人博陵崔氏墓，该墓壁画特别是山水画保存
完好，是晚唐中小型壁画墓的重要发现 （《文物》第６期）。２０１８年，蔚县博物馆在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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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蔚县涌泉庄乡西陈家涧村抢救性清理一座晚唐圆形砖室墓，出土的绿釉塔形罐与凤首壶

组合具有地方特色 （《文物春秋》第５期）。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８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黄骅
市博物馆对河北省黄骅市郑家口村和齐家务镇发现的古墓葬分别进行抢救性发掘，郑家口

墓葬为两座南北排列的唐代墓葬，齐家务墓葬为三座东汉晚期至隋唐时期的砖室墓 （《文

物春秋》第６期）。
１９８７年，太原第一热电厂扩建施工中发现一座唐代砖室墓，由于施工破坏，墓葬形

制不详，仅出土青瓷器残件；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了这批青瓷器，修复后共４３件，
包括俑、镇墓兽和动物，推测该墓葬年代为唐高宗时期 （《文物》第８期）。２０１４年，太
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太原生态工程学校发掘唐代墓葬３座，其中２座墓葬为开元四年
（７１６年）赫连山墓、开元九年 （７２１年）赫连简墓，两墓内均发现 “树下人物”屏风壁

画以及保存基本完整的棺床壁画 （《文物》第５期）。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重庆市云阳县余家包遗址发掘唐墓７

座。２００３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云阳县文物管理所在重庆市云阳县马沱墓地发掘
唐墓５座 （以上二文均见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水利局编 《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 （２００３
卷）》，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常德博物馆在湖南常德市武陵区南坪社区发掘３座唐墓，
其中一座为唐咸通九年 （８６８年）王师简第九女墓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湖南考

古辑刊》第１４集，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广州动物园工地清
理砖室墓４座，其中 Ｍ１出土有陶生肖俑，为广州地区首次发现，年代应为唐代初期
（《考古》第６期）。
２０１５年，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蜀冈村发掘南唐升元元年

（９３７年）田氏墓 （《文物》第５期）。２０１７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四川省成都市海滨
村年家院子区域发掘两座五代后蜀砖室墓Ｍ２３、Ｍ２４，Ｍ２３墓主人刘瑭下葬于后蜀广政十
九年 （９５６年）（《文物》第７期）。
２０１６年，俄罗斯阿穆尔州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在

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市的乌斯季·伊万诺夫卡墓地清理５２座墓葬，时代初定为公元
８～９世纪，正是文化特洛伊茨基类型的形成时期 （俄罗斯阿穆尔州历史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乌斯季·伊万诺夫卡墓葬２０１６年考古发掘
报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４跨前述时段的墓地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甘肃省敦煌市五墩乡佛爷庙湾—新店台墓

群清理曹魏墓２座、隋墓１座、唐墓５座。其中曹魏、隋代墓葬均有明确纪年，为河西地
区该时期墓葬特点判断、分期断代提供了可资对照的标本 （《文物》第 ９期）。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年，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在交河沟西、木纳尔、巴达木墓地分别发掘墓葬３６、４２、８２
座，年代为

*

氏高昌国至唐西州时期 （吐鲁番市文物局、吐鲁番学研究院、吐鲁番博物

馆：《吐鲁番晋唐墓地：交河沟西、木纳尔、巴达木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滕州市博物馆在山东省滕州市羊庄镇前台墓地清理北
朝至隋代墓葬４２座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海岱考古》第十二辑，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湖北襄阳卞营墓地发掘
南朝墓１座、隋唐墓３座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阳卞营

墓地》，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３年，淮安市博物馆在江苏淮安金湖西安村墓地发掘南朝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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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座、唐墓２座 （《考古与文物》第２期）。２０１６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湖南汉寿
县聂家桥乡大岭上清理３座砖室墓，其中Ｍ１和Ｍ２的墓砖铭文中有东晋 “咸康三年”纪

年，Ｍ３属隋代墓葬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湖南考古辑刊》第 １４集，科学出
版社）。

（二）综合研究

１魏晋南北朝墓葬研究
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Ｍ１的发掘为发现曹魏帝陵提供了更直接的证据。有一组论文专

门对该墓进行了研究。李零将该墓出土的石牌铭文初步分为饮食、衣服、起居、骑乘、佩

剑、佩饰、礼乐、文房、游戏、海贝、树木、骨殖、其他，共计十三类，并做释文和简

注。曹锦言分析石牌铭文所记一些随葬品为天子所用，认为该墓应是曹魏帝陵。赵超通过

对石牌所记随葬器物名称的释读分析，发现以妇女用品占绝大多数，认为主要墓主人应为

女性，支持主要墓主人是公主曹淑并纎葬与之冥婚的甄黄这一看法。霍宏伟通过对石牌铭

文所记镜鉴的考证，推断墓主人身份应在魏武王曹操与壮侯曹休之间。刘连香综合分析了

西朱村Ｍ１的墓葬形制、规模和出土随葬品等，推测墓主人可能是曹操次子曹彰，并非高
平陵纎葬墓 （以上五文均见 《博物院》第５期）。

葛彦认为东汉魏晋墓葬出土的青铜或陶瓷质神兽形口衔耳杯器，当属一种灯具，可同

时作油灯与烛台用，在墓葬中亦可发挥一定的祭祀功能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５
期）。金子典正整理三国至西晋时期神亭壶的研究概况，侧重于对装饰主题中佛像形制的

研究，探讨早期佛像的成立背景，认为神亭壶所见佛像表现的是莲花化生图像 （陕西历

史博物馆编：《陕西历史博物馆论丛》第２６辑，三秦出版社）。郭物论证新疆出土 “五星

出东方利中国”等所谓 “护膊”的丝绸制品可能是一种标示性的 “臂章”，是体现汉晋中

央王朝统治西域诸国的一种政治信物 （肖小勇主编：《聚才揽粹著新篇———孟凡人先生八

秩华诞颂寿文集》，科学出版社）。付龙腾、李文成将西晋十六国墓葬中的酱釉小罐分成

三型，讨论每型的分布区域、流行时代、产地和传播方式，认为其用途为盛放化妆用品

（《东南文化》第２期）。
李明认为云南昭通东晋霍承嗣墓是用于招魂的改葬墓，通过对壁画象征性的分析，以

及 “灵座”存在的设想，推测整个墓室暗示了墓主灵魂的 “二重”旅行以及转变过程

（《四川文物》第４期）。潘玲认为西安洪庆原梁猛墓出土的具有前燕风格的器物，最有可
能是３７０年前秦灭前燕后，大批前燕遗民被迁入关中地区后出现的，年代下限大致在３９４
年前秦灭亡或稍晚 （《草原文物》第２期）。１９１５年斯坦因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十六国
时期的Ａｓｔｖｉ４号墓中发现两件侍女木俑，其上所绘的服装样式和图案清晰可见；王乐、
朱桐莹通过分析和比较，认为女俑穿着服饰为晋十六国时期的典型款式，并推断出女俑上

衣、裙装的形制以及面料染缬图案的制作，还进行了图像上的复原 （《考古与文物》第２
期）。邓天珍等通过生物切片方法确定了甘肃玉门花海毕家滩十六国时期 《晋律注》棺板

木材的种类为云杉木，并对其进行了保护修复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３期）。
南京石子冈Ｍ５南朝砖印壁画的发现，再次引起学者们对南朝墓葬画像砖的关注。耿

朔、杨曼宁以南京石子冈南朝墓Ｍ５墓砖为主要依据，结合其他墓葬材料，以七贤砖画为
重点，尝试对Ｍ５所出的画像砖进行复原与比较，分析这批砖的种类和原状，进而讨论砖
印壁画的制作和砌筑过程 （《考古》第４期）。赵俊杰、崔雅博以南京西善桥宫山南朝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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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出较为完整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印壁画为底本，将南京石子冈Ｍ５中散乱砌筑的同类
题材墓砖与其他关联题材墓砖进行复位拼对，分析拼砌方式和规律，并推定该墓的年代和

等级 （陈晓露主编：《芳林新叶———历史考古青年论集》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又见

《美术研究》第６期）。左骏、张长东以丹阳鹤仙坳南齐大墓为例，解读南朝帝陵中拼砌
砖画的制作及墓葬的营建，并分析画面在墓室中的分布规律及其所呈现的空间意义 （《故

宫博物院院刊》第７期）。
大同市博物馆编 《熠彩千年：大同地区墓葬壁画》（科学出版社）系统展示了大同地

区不同历史时期墓室壁画的发展概貌、历史价值及其艺术成就，时代涉及北魏、辽、金、

元四个时期，其中有５座北魏壁画墓。侯亮亮等通过对大同水泊寺北魏墓群出土人和动物
骨骼的稳定同位素分析，发现在稳定同位素视角下不同性别对食物资源的获取上却没有呈

现出相应的差异，反映不出北魏女性地位上升的情况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编：

《边疆考古研究》第２６辑，科学出版社）。徐津比较了美国纳尔逊博物馆藏北魏孝子石棺
床上孝子故事在围屏上的次序与它们在日本藏阳明文库本六朝 《孝子传》中的顺序，发

现孝子图像并不完全遵从文献中的顺序，而是按照 “事生”“事死”原则重新组合，并推

测这种重组很可能体现了墓葬设计中的阴阳观念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１０期）。林
圣智 《图像与装饰：北朝墓葬的生死表象》（台湾大学出版中心）一书以北魏墓葬资料为

主体，考察图像与装饰在形式与意义上的交互作用，由四个层面考察北朝墓葬图像中所牵

涉的生死表象，分别是 “图像制作”“空间结构”“丧葬礼仪”“政治社会脉络”；全书分

为上、下两编，上编从图像、装饰、佛教因素三个角度来考察以北魏平城时期为主的墓葬

图像，下编是以石床围屏为主体的系列研究。

郭晓兰认为是一种产生于东汉晚期，使用时间几乎贯穿魏晋六朝的重要饮食用具，

也是当时墓葬祭祀用具的一种；方形主要流行于东吴和西晋时期，东晋、南朝时期传统

的圆形占据主流，至南朝末年逐渐消失 （《南方文物》第１期）。权弼成通过梳理魏晋
北朝时期北方地区墓葬出土的帷帐形制及位置，认为帷帐对墓葬空间的构建使单室墓的空

间变得更为复杂，帷帐在墓葬空间中由单独设立转变为依附于墓棺存在，表明帷帐的空间

独立性下降，这可能与魏晋北朝时期北方地区墓内祭祀行为的衰退有关 （《文博》第６
期）。韩茗认为六朝铜弩机是具备实用功能的随葬用品，对其形制、功能及铭文所反映的

社会历史情况进行了探讨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５期）。韦正、乔苏婷将徐州地区
南北朝陶俑特点的转变和演化分为东晋刘宋、北魏和北齐三个阶段，并指出陶俑形象的转

变与徐州在南北朝时期政治地位的升降变化存在紧密关联 （《东南文化》第６期）。耿朔
通过对建康、襄阳、洛阳等地陵墓石刻种类和造型的比较，指出在东汉至魏晋时期，襄阳

及南阳地区的陵墓石刻应与洛阳有内在联系；西晋末期永嘉南迁之后，寄居襄阳的北方大

族在丧葬制度方面可能保留了洛阳传统；至５世纪中期，宋孝武帝扩建长宁陵时吸纳了源
于魏晋洛阳的碑、柱、兽三种石刻，并将其纳入制度范畴，提升为帝王陵墓的标配组合

（《美术研究》第１期）。
付龙腾通过对山东地区魏晋南北朝墓葬的形制、随葬品、墓葬装饰进行分析，分辨出

汉代因素、南方因素、本地新兴因素、北方政权中心地区因素等对该地区墓葬文化的影

响，并探讨各阶段各种文化因素的相互关系、演变趋势 （《西部考古》第１７辑，科学出
版社）。马

+

亮通过对墓葬形制、随葬品进行考古类型学分析，将广东两晋南朝墓葬分为

西晋至东晋早期、东晋中期至刘宋早期、刘宋中期至南朝末三期，并对分期的历史背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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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探讨 （《文博学刊》第１期）。
赵春兰、韦正对南北朝墓葬中佛教因素的表现方式进行了对比，认为南方社会从刘宋

开始的快速世俗化进程促使佛教因素大量进入墓葬，而北方地区固有的葬俗和对现世功德

的追求，使佛教因素没有能够深入墓葬之中 （《四川文物》第２期）。宋丙玲探讨了南北
朝墓葬中所见佛塔之影响，如维立塔、墓上立塔、墓壁饰塔等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

究院编：《东方考古》第１６集，科学出版社）。
李杰 《立象尽意：魏晋南北朝平面图像的美术考古学研究》（商务印书馆）一书对魏

晋南北朝时期美术作品的区域、风格、继承和发展等进行考察，总结这一时期美术作品的

风格演变趋势和特点。韦正 《将毋同：魏晋南北朝图像与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书

为作者有关魏晋南北朝画像砖墓、壁画墓的专题性论文集，讨论了当时的历史和文化交

流、传播现象。王希丹 《集安高句丽墓壁画的音乐考古学研究》（人民音乐出版社）一书

以集安高句丽壁画墓中的乐舞、乐器图像为研究对象，在对相关音乐考古资料全面整理、

分类的基础上，将其纳入公元４～７世纪的东亚音乐历史视野中进行探讨。
２隋唐五代墓葬研究
帝陵方面，朱超龙认为吴公台隋炀帝陵即雷塘炀帝陵，其在唐武德五年的改葬是在原

地进行，贞观年间的改葬为迁葬 （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２９辑，三秦出版社）。陕
西省考古研究院 《花树摇曳　钿钗生辉：隋炀帝萧后冠实验室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
成功揭示了隋炀帝萧后冠头箍结构、博鬓、花树数量与分布，以及铜钗、钿花等饰件制作

工艺，完成了对萧后冠的仿制工作，为隋唐时期礼冠制度及其复原研究提供了基础性技术

资料。田有前通过对唐永康陵和兴宁陵神道石刻特征的分析，认为其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

征，并非同时设置，独角兽和石狮可能设置于唐初武德时期，石柱、石马和石人则可能晚

至玄宗时期 （《考古与文物》第５期）。唐定陵陵园一尊残缺的蕃酋像背部题刻 “金义

让”，田有前推测其为唐中宗时期的新罗遣唐使金思让 （《北方文物》第１期）。甄刚等为
控制唐顺陵走狮风化程度，利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建立走狮分析模型，对走狮在太阳辐射

下的温度场进行计算，探究走狮温度场的分布规律 （《文博》第１期）。
在墓葬形制方面，徐斐宏分析关中地区唐代双室墓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在此基础上讨

论了咸阳苏君墓的年代与墓主问题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５期）。刘礼堂、陆晗昱
在分析东汉至六朝流行于峡江地区，并绵延至唐代的家族共穴合葬墓来源及成因的基础

上，探讨了唐代峡江地区 “借室为墓”葬俗的形成与发展 （《江汉考古》第１期）。
在墓葬随葬品方面，董亚梅对安阳隋张盛墓所出佛教用具进行分类、甄别，考证其名

称与用途 （《中原文物》第４期）。杨瑾梳理了隋代墓葬出土的胡人形象资料，探析其类
型、分布及其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的作用 （《考古与文物》第６期）。何月馨对考古出土
的唐代臂钏和指环作了全面梳理，在形制分析的基础上，考察其使用状况、分布地域、等

级特征和文化内涵 （《文博》第２期）。杜癑将 《大唐新语》中所载的随葬铁牛铁猪的丧

葬之法与出土铁牛铁猪唐墓的考古资料进行对比，对铁牛铁猪的性质与形象的选择进行了

探讨 （《博物馆研究》第３期）。韩朝会通过对三门峡庙底沟唐墓出土塔罐、无系罐、双
系罐、盘口壶的类型学研究，排出这四种陶器的演变序列，将庙底沟唐墓分为八期，鼎盛

期在唐末、五代 （《华夏考古》第３期）。徐斐宏考察了唐初黄釉俑的流布与产地，认为
此类陶俑产自洛阳，与安阳隋代瓷俑联系密切，进而指出洛阳唐初墓葬在随葬品与形制方

面均可见对北齐以来关东地区墓葬文化的继承 （《中原文物》第２期）。刘仕毅考证前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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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陵棺床石刻的４件鼓类乐器，认为东一为杖鼓，东二为杖鼓或札鼓，东三为正腰鼓，东
十为和腰鼓 （《四川文物》第５期）。闫佳楠通过探讨成都后蜀赵廷隐墓出土乐舞伎陶俑
的乐器组合、服饰造型，结合唐宋时期相关音乐考古、文献材料，梳理了乐舞伎俑的性质

及历史演变 （《文博》第５期）。刘彦琪等在修复沧州青县唐墓出土漆盘残片的过程中，
确认明代文献中记录的木胎车削技术在唐代的木器加工中就已使用，并以此为基础选择合

理的修复材料和方法 （《文物春秋》第４期）。
在墓葬壁画方面，有的讨论题材内容与布局。葛承雍分析了唐墓中猎鹰壁画的特征及

其反映的社会风尚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５期）。贺西林分析了唐燕妃墓、李眅夫
妇墓屏风壁画的视觉传统和时代特征，肯定了屏风为列女题材，并考察壁画的绘制意图，

阐明了其兼具道德与政治双重意义 （《故宫博物院院刊》第１２期）。赵晶判断西安市南郊
金

,

沱村唐代壁画墓的年代为开元天宝年间，并讨论了墓室北壁东侧壁画的内容会在整体

布局固定的情况下发生变化的原因 （《考古与文物》第１期）。有的讨论壁画绘制过程。
郑岩将唐代韩休墓壁画乐舞图的绘制过程分为前后密切相继、一次性完成的五期 （《文

物》第１期）。王炜等对太原唐代赫连山墓、赫连简墓壁画的绘制、描润与配置进行探
讨，提出将太原地区唐代墓葬壁画布局和配置模式命名为 “太原模式” （《文物》第８
期）。还有的研究壁画的颜料成分与保护技术。严静等在考古现场对唐韩休墓壁画进行

全面科学记录和快速无损分析检测，分析了制作工艺、绘画颜料和病害等 （《文物保护

与考古科学》第４期）。郭瑞等对西安南郊４座唐代壁画墓的黄色颜料进行科技分析，
推测所使用的黄色颜料可能均为就地取材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６期）。朱金萌
等在实验室和考古现场使用纳米氢氧化钙对唐墓壁画残块进行加固，重点研究了自制

纳米氢氧化钙在壁画中的渗透性以及加固前后的色差、孔隙率、强度的变化 （《考古与

文物》第２期）。
还有一些综合墓葬多方面特征进行的研究。韩金秋对河北平山王母村唐代崔氏墓的形

制、仿木构和椁室、壁画与同时代或更早的资料作对比分析，认为崔氏墓的形制不出河北

中北部圆形砖室墓规制，只是规模、装饰等方面有所差异；椁室、壁画的文化因素均可在

当地或更早资料中找到源头，意味着崔氏墓更多地继承了当地此前的文化因素；水墨山水

画、斜拱、折枝花、服饰等均为首次发现，具有填补空白、承唐启宋的重要意义；形制奇

特的椁室可能源于对方形覆钵式塔的仿造，反映了唐末佛教对平民阶层社会生活的影响

（《文物》第６期）。林思雨分析中原北方五代墓葬的类型和渊源，认为其最显著的意义是
具有桥梁作用，装饰题材上抓取了唐墓要素，又将其大大简化、生活化，表现内容从宫廷

仪仗转向内宅生活，砖雕仿木构、妇人启门、伎乐奉侍、门窗家具这些宋墓常见的装饰要

素已齐备；使用身份从唐代的皇亲国戚下探到地方节度使、高级官僚，为北宋进一步下探

到富民阶层做了过渡 （《华夏考古》第６期）。谭重言等结合墓葬壁画、陶俑资料和文献
记载，考证胡服与女着男装流行于唐代前期，安史之乱后逐渐减少，探究唐代前期女性服

饰及其社会活动的动态变化，揭示唐代服饰风尚所反映的 “女性地位”“女性意识”

（《文博》第４期）。杭侃结合文献和石窟壁画、墓葬砖雕、随葬品等考古资料，认为椅子
首先被唐代河北地区武将人群所使用，并随着河北政治集团成员在五代和北宋初期的影响

而扩展，进而被中原地区的百姓所接受 （《故宫博物院院刊》第４期）。李瑞哲通过青海
郭里木吐蕃墓棺板画、都兰吐蕃墓地出土文物等考古发现，探讨粟特人在西南地区的活动

踪迹 （《西部考古》第１７辑，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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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跨上述时段的墓葬研究
李梅田、李童认为中古招魂葬之俗始终以先秦以来的魂魄二元观为思想基础，大致出

现于汉代，而盛行于东晋，唐代更为普遍，以特殊方式体现了墓葬的藏形和安魂功能

（《江汉考古》第４期）。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滕州前台北朝至隋代墓地采集的

３１例人骨标本进行鉴定，结果是男性死亡年龄集中于中年期，女性死亡年龄则集中于青
年期和壮年期；并认为前台居民存在牙釉质发育不全和多孔性骨肥厚现象，可能与其生存

压力及饮食结构有关 （《海岱考古》第十二辑，科学出版社）。

卢亚辉对北朝至元代墓葬中所出伏听进行考古类型学与分区分期研究，认为伏听的分

布与人群的迁徙有关，与中古时期的重大政治事件，如李唐建国，唐代士族的中央化、官

僚化，五代北方人口的南迁紧密相连 （《文博》第５期）。
郑旭东通过对西安曲江晚唐崔氏墓、韩家湾唐墓 Ｍ２９资料的整理，结合关中等地区

晚唐至宋代墓葬资料，认为唐宋过渡时期关中墓葬文化的特征是以本土晚唐墓的关中模式

为主体，少量吸收东部的河北模式 （《西部考古》第１８辑，科学出版社）。

三　手工业遗存发现与研究

在建筑材料方面，王飞峰根据莲花化生童子及其周围纹饰的变化将北魏莲花化生瓦当

分为四型，认为此类瓦当可能产生于北魏孝文帝太和时期，一直沿用到北魏灭亡，主要用

于北魏宫室、皇家寺庙等高等级建筑 （《四川文物》第３期）。胡强对邺南城东魏北齐宫
城釉陶瓦的种类、制作工艺、管理制度和渊源作了探讨 （《文物世界》第１期）。吕梦以
包括平城、洛阳、邺城、长安在内的北朝隋唐时代主要城市遗址出土的文字瓦为中心，从

文字内容和施印方法两个角度入手，分析瓦上铭文的变化规律，认为其变化的关节点可能

在东魏北齐 （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南方民族考古》第十八辑，科学出版社）。王子奇

梳理了北朝隋唐鸱尾发展演变的几个节点，探讨了鸱尾向鸱吻的转化 （《北方文物》第

１期）。
在陶瓷考古方面，李鑫通过对制瓷原料与胎釉工艺两方面的分析，探讨隋唐五代时期

制瓷技术的革新与流动对白瓷生产的影响 （《南方文物》第５期）。郑建明对２１世纪以来
唐代高温加彩瓷窑址考古的新进展进行了综述 （《文物天地》第１期）。张琴依据模具及
模印器物的出土情况，认为邛窑模印工艺兴盛于晚唐时期的十方堂窑址，并不断丰富，延

续到宋代；其模印工艺不仅吸收了本地的陶瓷传统，还受到唐代金银器生产工艺的影响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１２期）。
另外，谢明良的陶瓷史著作在大陆集中出版，《六朝陶瓷论集》（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一书中采取分区研究的方法，分为江苏、福建、江西、北方几个主要区域，

讨论其造型、装饰、组合、材质和制作工艺等特征，并进一步探讨六朝时期不同地区的历

史文化现象；《中国陶瓷史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书中探讨了山西唐墓

出土陶瓷、耀州窑遗址五代青瓷的年代等问题；《贸易陶瓷与文化史》（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一书中探讨了日本出土唐三彩、日本出土唐宋时代陶瓷、“黑石号”沉船中

的中国晚唐陶瓷器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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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古发掘与调查

１石窟与寺院
张焯等编 《云冈石窟全集》（２０册）（青岛出版社）收录造像５９２６５身，编号洞窟４５

个，用图１２７１０张，全面展示了云冈石窟不同时期、不同洞窟的艺术风格与艺术特点，是
迄今最完整、最权威的云冈石窟影像谱系资料。２０１１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云冈石窟
研究院、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发掘了云冈石窟第五、六窟窟顶佛寺遗址，遗迹和遗物的时代

主要是北魏和辽金时期；发掘北魏至辽金时期塔基一座，塔基中心平面近方形，具有北魏

风格，塔基外围平面为正八角形，时代属于辽金时期；铸造场地与辽金寺院建设有密切关

系，铸造井台、熔铁炉、水井以及辽金琉璃瓦和建筑构件等，都具有鲜明的辽代特征

（《考古学报》第１期）。
常青对陕西旬邑马家河唐代石窟进行初步调查，探讨其开凿年代、造像题材、石窟形

制等问题 （《文物》第２期）。冉万里等在西安西白庙村南即唐长安城延康坊西明寺遗址
所在范围发现一批唐代善业泥，其图像题材可以分为结跏趺坐施禅定印和施说法印的佛

像、菩萨像、药师佛像、地藏菩萨像、燃灯供养菩萨像等六大类，以结跏趺坐施禅定印的

佛像为主，为研究唐代西明寺提供了重要资料 （《考古与文物》第１期）。
２０１０年，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文物保护管理局对新疆

库车苏巴什佛寺遗址西寺１４座石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从形制、壁画等特点，考证
西寺石窟的年代为３～８世纪；又对苏巴什佛寺遗址东寺３座石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
考证其年代为７～８世纪 （《西部考古》第１８辑，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西北大学文化
遗产学院等对新疆焉耆七个星佛寺遗址ⅣＦＤ３进行发掘，推测该佛殿建筑的年代在６～８
世纪 （《西部考古》第１７辑，科学出版社）。
２造像
张敏、杨军经详细调查，对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永宁镇新发现的６处北魏至初唐的摩

崖造像龛群进行介绍，并讨论窟龛时代、造像题材、分期特点等 （《敦煌研究》第２期）。
２０１２年，延安市洛川县博物馆、延安市文物研究所对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境内洛河和沮
河流域摩崖造像进行调查，详细介绍了黄陵县境内北朝５处、唐代１处、宋代１处共７处
摩崖造像的资料，并讨论造像时代、地域分布特点等 （《洛阳考古》第１期）。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 《邺城北吴庄出土佛教造像》（科学出版社）一

书为河北省临漳县北吴庄北朝至隋唐佛教造像埋藏坑的阶段性整理成果，以图录的形式公

布了１３１件造像。２０１５年，河北定州开元寺塔东北发现北齐白石造像残件１件；同年，
定州静志寺塔地宫西南发现白石造像坑一处，出土造像残件２４９件，主要为东魏北齐时
期，亦有少量隋唐时期；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市文物保

护管理所对这两次出土的资料进行整理，选取９件有纪年的造像以及７件北齐至隋特征的
造像予以介绍 （《文物》第９期）。
２０１６年，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博白县博物馆对广

西博白县宴石山宗教遗存进行调查和三维扫描，初步断定宴石山摩崖造像的雕凿年代可在

７世纪末至８世纪上半叶，明显受到桂林西山摩崖造像的影响 （《文物》第９期）。临朐县
文化和旅游局对山东临朐石门坊两处摩崖造像群及摩崖题刻、碑碣、瘗葬龛、墓塔等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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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情况进行介绍，判断其年代主要集中在唐天宝年间至乾元年间 （《海岱考古》第十二

辑，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四川大学国家级考古学实验教学中心、仁寿县文物管理所对
四川省仁寿县鳌陵乡黑龙寺摩崖造像进行调查和记录，依据龛形、造像组合、造像题材推

断黑龙寺摩崖造像开凿时代为中晚唐时期 （《敦煌研究》第４期）。２００９年，陕西省考古
研究院、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对西藏芒康县朗巴郎增拉康建筑布局、早期建筑材

料、石雕佛教造像及附近的古藏文石刻进行调查，考证其时代在８１５～８３８年 （西藏自治

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编：《西藏文物考古研究》第３辑，科学出版社）。
李东、阳跃华详细记录了广西桂林龙泉寺区域唐五代造像遗址的面貌、遗迹遗存、墓

葬、井泉、寺庙器具和不同时期摩崖造像、碑刻的内容、形制、尺寸比例、保存状况等，

为研究桂林西山唐代佛教造像的承接关系及岭南佛教传播渊源提供了新材料 （《中国国家

博物馆馆刊》第２期）。２０１７年以来，都江堰市文物局对四川都江堰市三佛洞摩崖造像进
行了考古调查，认为第１、２、３三龛年代为晚唐五代时期 （《四川文物》第３期）。２０１４
年，四川大学国家级考古学实验教学中心、安岳县文物管理局对四川安岳县来凤乡圣泉寺

摩崖造像进行了系统调查，认为该处造像开凿于前后蜀时期 （《敦煌研究》第５期）。赖
天兵对杭州九曜山窟龛造像进行调查，认为１、２号造像龛的年代为五代吴越国，３号龛
的年代为北宋 （《文博》第３期）。

（二）综合研究

１十六国时期
董广强从历史背景、洞窟组合、形制规律等方面对夏朗云的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

“姚秦五窟”说提出质疑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编：《石窟艺术研究》第四辑，文物出

版社）。

张善庆对甘肃省张掖市金塔寺石窟北凉时期东窟中心塔柱东向面中栏近乎裸体的人物

造像进行考证，认为她并非过去所定名的菩萨，而应是魔女，整个造像组合为释迦牟尼佛

降魔成道 （《敦煌学辑刊》第１期）。
张文元等应用多种移动式分析设备，对甘肃天梯山石窟北凉洞窟壁画残块进行化学成

分分析，确定壁画使用了１６种颜料，其中两种属于首次发现 （《敦煌研究》第４期）。
２南北朝时期
王友奎对大同云冈第５、６窟图像构成的内容和佛教思想的来源进行了考证 （《敦煌

研究》第３期）。因幡聪美分析了云冈石窟第７、８窟的设计要素，讨论了云冈二期双窟
的设计目的和设计计划。八木春生对云冈石窟第１３窟的主尊、明窗、各壁面的造像进行
详细分析，考察该石窟的营造顺序，以及第１３窟与第１１、１２窟造像之间的关系。付有旭
等针对云冈石窟第１３窟壁画泥塑的病害特点，提出了相应的保护修复措施和建议 （以上

三文均见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专业委员会、龙门石窟研究院编：《石窟寺研究》第

九辑，科学出版社）。

张雪芬从甘肃庆阳北石窟寺第１６５窟 “骑象菩萨”入手，对南北朝时期 “普贤骑象”

造像进行梳理，认为在窟龛造像中，与普贤对应的题材极为丰富，普贤、文殊组合的出现

时间在北魏迁都前后 （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南方民族考古》第十八辑，科学出版社）。

孙晓峰对麦积山北魏晚期第１４２窟正壁的泥塑动物形象进行考辨，认为它们不是佛教瑞像
或佛传故事，而是白象、猕猴、?鸟自分长幼的本生故事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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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艺术研究》第四辑，文物出版社）。杨文博对麦积山石窟北魏晚期螺髻造像的身份

做进一步探究，认为其身份为弟子，表现的是弟子在听释迦牟尼讲授 《妙法莲华经》的

场景 （《西部考古》第１７辑，科学出版社）。
刘连香以龙门石窟古阳洞北魏广川王国造像所在位置、布局和题记内容为基础，将广

川王国造像置于当时社会背景之下考量，结合墓志资料，综合探讨造像人群与所开窟龛之

间的关系、窟龛布局的规律性以及四代广川王所经历的事件 （《敦煌研究》第４期）。张
雪芬讨论了龙门古阳洞北魏杨大眼龛龛楣被破坏的时间及历史背景，分析了龛楣的造像题

材，认为其中 “文殊骑狮、普贤骑象”组合图像是现存时代最早的该题材造像实例 （《华

夏考古》第５期）。
贾敏峰介绍了河北定州市博物馆藏东魏武定二年 （５４４年）定州刺史厍狄干造像残件

的资料，并考证厍狄干的生平事迹、厍狄干造像的背景、厍狄家族成员、东魏僧官制度等

问题 （《文物》第２期）。何利群认为北朝晚期因末法思想泛滥，石窟和摩崖刻经在中原
北方地区极度盛行，并在北齐境内形成了邺下和泰山两大中心，而且邺下僧人及北齐刻经

对北京房山云居寺刻经、陕西金川湾三阶教刻经及四川地区唐代刻经的出现产生了直接且

深远的影响 （《华夏考古》第６期）。周麟麟等对山东青州龙兴寺北齐２４号菩萨立像进行
虚拟复原和色彩重建，并开展以文物复原初貌为目标的古代服装复原研究 （《中原文物》

第１期）。
张元林从 《法华经》角度出发，对莫高窟西魏第２８５窟壁画内容做系统解读，认为

它们的思想基础就是 《法华经》的 “众生皆有佛性”的佛性观和 “佛寿久远”“佛身久

远”的佛身观，而它们的功能就是为了营造 “法华三昧禅”的禅修氛围 （《敦煌研究》

第２期）。常青考察了西魏长安佛教艺术与丝绸之路上石窟遗迹的关系，认为西魏首都长
安的佛教造像既有新风格，又有旧传统，但真正能体现西魏佛教艺术最高成就的彩塑与壁

画作品，保存在天水麦积山石窟与敦煌莫高窟中；西魏还开启了北周典型造像样式的先河

（《美术研究》第１期）。张萍、马千探讨了麦积山石窟藏北周 “吕景文寺”石雕造像碑的

碑文内容、碑刻样式、造像风格，以及该碑所反映的多民族杂居、多宗教信仰等问题；张

铭对甘肃天水武山水帘洞石窟千佛洞北周说法图进行考释，探讨榜题所反映的北周府兵制

问题 （以上二文均见 《石窟艺术研究》第四辑，文物出版社）。王艳、魏文斌对甘肃省博

物馆和西安碑林博物馆各藏的一件北周天和四年夏侯纯陀佛教造像碑进行研究，探讨造像

者身份、造像组合形式与信仰，总结北周天和时期造像的风格特征，考证二者的来源地应

为渭北耀县一带 （《敦煌研究》第６期）。董华锋认为成都万佛寺出土 “天和二年”铭菩

萨像本身的年代确实为北周，但台座背面的题记并非 “天和二年”，而是唐代 “元和二

年”对造像进行修补后重刻的，并认为成都的北周菩萨像糅合了长安样式与本地传统等

双重因素，呈现出独具地域特色的北周造像风格 （《敦煌学辑刊》第２期）。
付卫杰通过排比青州地区北朝晚期背屏式造像，梳理、总结其形式的发展演变规律，

推定青州七级寺遗址出土的一件一佛二菩萨背屏式造像的时代为北魏末至东魏初年 （《敦

煌研究》第１期）。刘文涛、姬凌飞对山西高平市高庙山石窟北朝晚期礼佛胡商图的内容
进行分析，并讨论其出现的原因 （《文物世界》第３期）。卫玉敏通过对山西运城博物馆
展示的几件北朝时期造像碑材料的综合分析，认为运城与毗邻的周边省区相比，佛教传播

与发展相对滞后，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造像艺术和样式上主要受关中及豫西地区影响

（《文物世界》第４期）。陈菊霞考证莫高窟北朝晚期第２４６窟四壁的千佛是依据敦煌分卷

０２１



本 《佛说贤劫千佛名经》而绘制，中心柱塑像意在表达十方三世思想，甬道绘十地菩萨；

这些题材与敦煌文献中的一些 《菩萨戒牒》所奉请的 “三师七证”相符 （《敦煌研究》

第３期）。樊雪崧、殷博分析了敦煌西千佛洞北朝第８窟涅?图中几个主要画面的元素，
认为其应受到以 《长阿含经·游行经》为主的阿含系涅?经典的影响 （《敦煌研究》第

５期）。
陈兆镜将南朝齐梁时期佛教造像分为两类五型，以梁普通年间为界分为早、晚两期，

并分析了 “齐梁风格”的形成及传播 （《四川文物》第５期）。邓新航、龙红以近年四川
考古新发现的南朝观音造像为中心，对蜀地南朝观音信仰流行的原因、“观音成佛”造像

的实质、观音造像的艺术特征演变及其渊源等作初步探析 （《四川文物》第３期）。
王治对成都万佛寺出土南朝梁石刻造像碑、麦积山西魏初第１２７窟西壁经变、南响堂

北齐第一窟西壁上方和第二窟原西壁窟门上方浮雕经变进行甄别研究，以探讨中国早期西

方净土变造像的起源，将净土世界的刻画内容及表达方式作为行文主线，再密切结合南北

朝时期无量寿信仰的基本状况，对上述造像重新加以检视，作整体解析，并讨论其所受弥

陀净土义学的影响 （《故宫博物院院刊》第４期）。
３隋唐五代时期
研究敦煌莫高窟的成果最多。樊雪崧根据壁画榜题痕迹，对敦煌莫高窟隋代第４１９窟

须大籋本生图中约５０处情节进行重新整理，认为该图像中普遍缺失 “布施妻子”的画

面，应是石窟营造者在引入外来佛教文化时为避免某些可能发生的观念冲突而舍弃所致

（《敦煌研究》第１期）。陈振旺认为初唐前期莫高窟藻井图案具有鲜明的外来性和过渡
性，新样迭出，构图新奇，色彩风格多变，向具有现实生活审美趣味的植物纹样主题演

变，开始形成以植物为主题的中国装饰纹样体系 （《敦煌学辑刊》第２期）。滨田瑞美以
日本奈良时代的维摩诘经变为线索，探讨敦煌初唐时期维摩诘经变的配置问题，及其与周

围图像的关系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编：《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三辑，商务印

书馆）。杨效俊认为开凿于武周圣历元年 （６９８年）的莫高窟第３３２窟是武周时期新出现
的 “原创性”洞窟，其建筑与图像程序为从佛祖寂灭到佛法永恒，其主题是武周时期兴

盛的佛舍利崇拜，是在长安佛舍利崇拜制度影响下形成的敦煌地区独特的佛舍利崇拜形式

（《考古与文物》第４期）。张景峰对敦煌莫高窟唐代第２１７、３１窟两铺早期的金刚经变进
行考察，探讨敦煌石窟金刚经变最初出现的样式及发展形态，认为其在形成之初表现手法

就非常成熟，可能是受到其他经变如净土经变的影响 （《敦煌学辑刊》第２期）。陈庆俊
从榜题、发愿文和图像特征几个方面探讨敦煌莫高窟唐代第２２０窟 “新样文殊图”中东

侧胁侍菩萨的身份，并探究 “新样文殊图”的政治意义 （《石窟艺术研究》第四辑，文物

出版社）。杨效俊从唐代莫高窟李氏家族所供养的第３３２、１４８窟的三通功德碑入手，解读
李氏家族所营建石窟的内容和主题、建筑及图像程序，分析李氏家族造像窟如何在王权、

佛法、家族等力量的综合影响、相互作用下形成敦煌地域特征的宗教空间 （杜文玉主编：

《唐史论丛》第２８辑，三秦出版社）。魏健鹏认为莫高窟晚唐第９窟的营建思想是净土往
生思想，并探讨了吐蕃遗民参与洞窟营建的可能性 （《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三辑，商务

印书馆）。王惠民利用新完成的敦煌莫高窟五代第７２窟北壁弥勒经变数字化图像，对该
经变进行细致考察，首次完整抄录该经变的榜题文字，并与经文、画面进行比对，发现该

经变主要依据义净翻译的 《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绘制 （《敦煌研究》第４期）。崔岩、
杨建军通过对敦煌五代时期僧尼供养像服饰的概况简述和个案分析，阐明此时期僧尼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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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反映的佛教传统和世俗化倾向 （《敦煌研究》第５期）。
龟兹石窟方面，刘韬对库木吐喇唐代第１４窟主室正壁弥勒经变壁画进行识读，认为

弥勒信仰曾是流行于龟兹地区唐风洞窟的主要信仰之一，弥勒佛交脚坐姿形象应受到龟兹

本地或西来影响，弥勒经变壁画的图本来源在汉地东来基础上加入了胡化风尚 （《敦煌研

究》第１期）。克孜尔石窟第１８９窟的壁画绘成于公元７世纪左右，周智波等对该窟脱落
的蓝色壁画颜料进行科技分析，结果表明该样品为青金石，胶结材料为植物胶 （《文物保

护与考古科学》第４期）。龟兹石窟 “如来留钵”“佛陀举山”图像集中出现于克孜尔石

窟的繁盛期 （公元６～７世纪），到回鹘时期的石窟壁画中还绘有相关图像，杨波对这两
种题材的图像组合进行了梳理和意义考证 （《西域研究》第４期）。李瑞哲认为龟兹回鹘
风格的石窟是９世纪回鹘西迁龟兹后接受汉地文化而形成的，佛教教义方面受到龟兹佛教
与安西大都护府时期来自中原佛教思想的影响，大乘佛教尤其是密教的影响较深，出现了

地狱变的题材 （《敦煌研究》第５期）。
关中地区佛教寺院出土遗物方面，杨涛、李孜宣通过对长安兴教寺石刻 《捣练图》

中人物服饰、发式及艺术风格的分期对比，将石刻年代定为唐高宗龙朔三年 （６６３年）至
唐中宗神龙二年 （７０６年），《捣练图》石槽的主人应是唐宰相韦安石 （《四川文物》第４
期）。常青论述了唐长安城大安国寺遗址出土的十一尊密教石雕像的佛典依据、雕刻年代

以及在原寺殿堂中的配置情况，认为它们的制作时代当为开元、天宝年间，被毁坏弃埋的

时间为唐武宗灭佛之时 （《故宫博物院院刊》第１０期）。陈锦航提出对陕西扶风法门寺地
宫出土的茶器具进行分类，不仅应基于文物的特征、材质与功能，还应当考虑到文物体现

的社会关系；认为法门寺的茶器具之所以是不成套的，原因在于唐朝政府与佛教的关系是

“恩赐”而不是 “供养”（《农业考古》第２期）。
河南地区石窟和佛教遗物方面，彭明浩认为龙门西山南端两处未完成的石窟工程保留

了斩山施工的遗迹，揭示出唐代斩山工程的基本工序；同时，斩山遗迹的位置、规模以及

壁面上后期补凿的小型窟盒，也反映出工程停工与中宗复位诛杀武氏亲党的时代背景有关

（《华夏考古》第５期）。彭明浩还在对巩义石窟窟檐建筑遗迹调查测绘的基础上，认为窟
檐很可能与唐初补凿的龛像同时施工 （《文物》第１２期）。韩建华对唐代东都洛阳履道坊
白居易宅院遗址出土的大和九年 （８３５年）陀罗尼经幢所刻两部咒语的版本进行探讨，认
为白居易宅院的 《大悲心陀罗尼经》采用的是七十八句的咒本，是比较早的版本 （《西部

考古》第１７辑，科学出版社）。
山西、河北地区石窟、造像方面，李裕群根据法国人吉恩·拉蒂格 （ＪｅａｎＬａｒｔｉｇｕｅ）

１９２３年考察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时拍摄的一组旧图片，对天龙山东峰上层第３窟造像进
行复位考证，考察部分造像的去向，认为该洞窟开凿于唐代，并讨论其所反映的唐代造像

题材等问题 （《文物》第７期）。梁育军、韩利忠介绍了山西盂县上文村摩崖造像资料，
现存唐高宗时期摩崖造像１３组２４龛，以及题记十品，造像以单体佛造像为主，应属于净
土宗信仰的遗迹 （《文物世界》第３期）。朱己祥对河北赞皇县治平寺唐开元二十八年造
像塔的图像和铭文内容进行了阐释 （《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三辑，商务印书馆）。

西南地区石窟、造像方面，孙延忠等利用体视显微分析、金相显微分析、激光拉曼光

谱分析技术对四川广元千佛崖唐代武则天时期莲花洞彩绘颜料进行物相和成分分析，确认

彩绘颜料层有叠加现象，推测历史上可能对造像彩绘进行过修复或重绘 （《文物保护与考

古科学》第２期）。董华锋以四川巴中南龛晚唐李思弘重妆龛像为例探讨石窟寺重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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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进一步揭示出李思弘这样一个唐代下级武官的信仰及其仕途、家族等一系列不同于初

始面貌的新内涵 （《敦煌研究》第５期）。李冠畿在四川内江新发现普陀岩、圣水寺两处
晚唐五代前后的摩崖浮雕观音救难图像，认为二者选择的经文情节、艺术表现与当时汉文

化地区流行的同类图像相近 （《敦煌研究》第６期）。夏格旺堆对西藏察雅县仁达摩崖造
像周围的石刻文字进行调查，考证造像的雕凿年代应为８０４年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

究所编：《西藏文物考古研究》第３辑，科学出版社）。
东南地区造像、佛塔方面，常青考证杭州凤凰山胜果寺的摩崖西方三圣像龛完工于五

代后梁开平四年，由吴越国王钱出资建造；位于胜果寺废址上的十八罗汉像极可能是由

普通官吏或平民僧俗信徒出资雕造，是迄今为止极少见到的五代时期的十八罗汉像 （《敦

煌研究》第４期）。常青还对杭州净慈寺后慧日峰上石佛洞与无名洞造像的年代、风格与
题材进行论述，认为它们应为五代吴越国净慈寺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博》第２期）。赖
天兵系统分析了吴越国石刻佛教造像的造型及其尊像组合，归纳造像特征，认为当时杭州

流行着一种具有地域性、时代性的佛教造像样式，即 “杭州样式”（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

会石窟专业委员会、龙门石窟研究院编：《石窟寺研究》第九辑，科学出版社）。任平山

结合克孜尔及敦煌石窟壁画，对浙江、江苏等地所出 “吴越阿育王塔”塔身四面的四种

佛本生故事图的内容重新释读，认为四种图像中两种识别正确，另两种被古人误读 （《文

物》第３期）。冉万里考证了南京栖霞寺五代时期舍利塔上的佛传故事，认为这一做法与
晚唐五代时期佛传故事的重新兴起有着密切关系 （陕西历史博物馆编：《陕西历史博物馆

论丛》第２６辑，三秦出版社）。
４跨上述时段
龟兹石窟中，梵天劝请题材大约产生于公元５世纪，一直延续至回鹘时代。杨波全面

收集龟兹石窟壁画中关于梵天劝请的图像，并探讨其构图模式、经典依据、图像来源等

（《敦煌研究》第３期）。冉万里对新疆库车苏巴什佛寺遗址调查与发掘的收获作初步总结
与论述，获得了一批关于遗址的新数据，探讨了食杂三净、塔葬与瘗窟、“塔殿横置”的

寺院布局、寺中有寺的寺院群构成等问题，并将佛寺遗址分为三期：西晋十六国时期、南

北朝至隋代、唐代 （《西部考古》第１８辑，科学出版社）。林立根据石窟形制和壁画题
材、风格，将现存高昌早期石窟分为三期：北凉至高昌国前期、

*

氏高昌王国时期、唐西

州时期，这些早期石窟受到龟兹石窟的影响，同时自身的一些特点也对敦煌石窟有影响

（《文博》第３期）。张晓彤 《库木吐喇石窟已揭取壁画保护修复研究报告》 （文物出版

社）一书对库木吐喇石窟已揭取壁画的保存现状进行调查与评估，探讨壁画保存环境、

制作工艺和材料，分析壁画病害原因，通过一系列修复试验完成了对壁画的修复，并提出

预防性保护建议。

胡同庆 《敦煌佛教石窟艺术图像解析》（文物出版社）一书探讨了敦煌石窟的艺术体

系、范围界定、题材内容、时代背景、宗教信仰等问题。赵娜冬、段智钧 《敦煌莫高窟

与６至１１世纪佛寺空间布局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一书以敦煌莫高窟的石窟形
制、经变壁画以及主尊塑像等遗存为研究对象，讨论６～１１世纪佛寺院落的空间布局特
征，重点关注佛寺院落的殿阁配置、空间关系与空间组合三方面。邵晓峰在探讨唐宋椅子

概念演变的基础上，探讨了敦煌壁画中椅子图式的基本状况，着重对初唐莫高窟第３３４窟
壁画 《舍利弗宴坐》中的椅子与西魏莫高窟第２８５窟壁画中的绳床进行全面比较，并对
《舍利弗宴坐》中椅子的坐高、坐姿、造型、结构、象征手法以及描绘意图进行图像学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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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分析与诠释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１期）。闫增峰等 《敦煌莫高窟遗址保护物

理环境探索性研究》（科学出版社）一书针对敦煌莫高窟窟内物理环境的相关问题，主要

开展了敦煌莫高窟建筑空间优化、洞窟内微气候测试、壁面材料表面吸放湿过程、洞窟内

通风调节与控制、洞窟内光环境、窟区绿化景观微气候调节机理等方面的研究。

陈悦新分析河北出土北朝至隋唐时期石刻造像的佛衣类型，探讨其演变脉络 （《文

物》第４期）。郑滦明对河北博物院收藏的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的２８件北魏至隋唐时期
典型纪年造像作重点介绍，并结合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该遗址造像中８８件有纪年者，将其
造像风格分为四期，梳理其艺术风格的演化规律，探讨其风格来源、传播方向和影响

（《文物春秋》第３期）。
蒋晓春、雷玉华、聂和平通过纪年石窟材料，将嘉陵江流域石窟寺分为四期七段：第

一期为南北朝后期，是起源和初步发展阶段；第二期为隋至晚唐，是发展成熟并形成

“唐风”的时期，也是该流域石窟寺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第三期为唐末、五代至两宋，

在风格上完成了由 “唐风”向 “宋风”的转型，形成鲜明的宋代风格和地域特征，是嘉

陵江流域石窟寺艺术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时期；第四期为元、明、清及民国时期，是嘉陵江

流域石窟造像的衰落期 （朱岩石主编：《考古学集刊》第２２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于春认为长安和蜀地都是中国早期佛教传播地，早期佛教图像都是犍陀罗样式，有可能都

是通过中国西北地区传入的；北魏时期，北魏佛教造像风格影响了四川盆地北缘的广元地

区造像；西魏至北周时期，随着西魏并蜀，大量的益州僧人进入长安，带去了益州南朝造

像中的圆雕立像传统；隋至唐初时期，随着长安官员入蜀，“龛”这种造像形式开始在四

川流行，盛行于长安的阿弥陀佛与五十菩萨像也传入四川盆地 （《西部考古》第１７辑，
科学出版社）。

五　中外文化交流考古研究

（一）陆上交流

李秋红分析北朝扇形忍冬纹样及其西方来源，认为这种纹样在北魏早中期突然以成

熟形态出现并流行开来，应为域外传入的文化因素；该纹样公元前５～前４世纪在南欧
发展成熟，伴随着亚历山大东征和希腊化运动，向东传播至西亚、西北印度，进而传

入中国并本土化，成为南北朝忍冬纹样系统中与众不同的组成部分 （《故宫博物院院

刊》第８期）。葛承雍分析了阿富汗大夏黄金之丘出土的金腰带和青海都兰吐谷浑大墓
出土的银腰带之间的关系，指出两者纹饰、工艺一脉相承，均为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西方

腰带；银腰带可能是贸易品，也可能是贡品和战利品 （《文物》第１期）。李静杰具体阐
述了鄯善古国木雕家具图像的文化来源，认为这些家具图像反映了古希腊罗马、波斯、印

度多种文化交汇融合的情况，这一过程应该发生在西域，而不是西北印度犍陀罗 （《敦煌

学辑刊》第３期）。霍巍、霍川将青藏高原发现的古代黄金面具分为 “整体型”“拼合型”

“复合型”等类型，认为这些黄金面具和古代中亚、西亚地区流行黄金面具的习俗之间有

共性也有特性，但很明显都是通过 “高原丝绸之路”发生相互联系，东西方文明在青藏

高原交流与交往，使得青藏高原的黄金面具同时具有东方和西方丧葬习俗的因素 （《敦煌

学辑刊》第３期）。
鲍里斯·艾里克·马尔沙克著，李梅田、付承章、吴忧译 《粟特银器》（上海古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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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一书是 “中亚考古之父”马尔沙克先生经典力作，作者系统整理了粟特银器的金

属细工流派及各流派与亚洲艺术的联系，并对器物背后的历史内涵作出解读，为中国唐代

金银器研究提供了参照。付承章进一步考证大同北魏封和突墓银盘中的人物形象、来源、

年代等问题，认为银盘人物应与萨珊社会第二等级的王子有关，来源地可能是中亚，可能

是３世纪末至４世纪早期的作品 （陈晓露主编：《芳林新叶———历史考古青年论集》第二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付承章还认为大同南郊北魏遗址所出人物纹银碗可能不是萨珊波

斯的制品，而可能产自中亚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９期）。戴春阳从敦煌佛爷庙湾
唐代模印塑像砖墓的胡商牵驼砖出发，梳理了文献中 “胡”“胡商”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

涵变化、粟特早期历史概况和牵驼胡商的民族属性，以及粟特胡服对唐代中原地区服饰文

化的影响，认为敦煌唐墓模印胡商牵驼砖比敦煌壁画更贴近丝路胡商的真实生活场景

（《敦煌研究》第５期）。
李崇峰主编 《犍陀罗与中国》（文物出版社）一书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中国佛教文化、

艺术与犍陀罗的关系及其所受影响，包括李崇峰 《犍陀罗、秣菟罗与中土早期佛像》《龟

兹与犍陀罗的造像组合、题材及布局》 《克孜尔部分中心柱窟与 〈长阿含经〉等佛典》

《从犍陀罗到平城：以寺院布局为中心》，林梅村 《汉晋艺术之犍陀罗文化因素》，耿剑

《从燃灯佛造像看龟兹与犍陀罗的佛教关系》，龚国强 《唐朝佛寺中的天竺影响》，李裕群

《５～８世纪百济、新罗佛寺的形制及其渊源———兼论中韩佛教寺院的关系》等论文。满盈
盈 《龟兹石窟艺术元素研究》（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书以构成龟兹石窟的不同艺术元

素为线索，分析犍陀罗、印度、波斯、北方草原、中原各种艺术元素与龟兹的联系、传入

的路径，以及在龟兹石窟中图像发生的嬗变和历史文化成因。古正美认为克孜尔石窟有创

造支提信仰新像的效果，而且还将制作造像的方法传播到亚洲各地，并不只是以 “佛教

东传”的方式传播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编：《石窟艺术研究》第四辑，文物出版社）。

刘芊对北朝石刻佛教圣树图像的艺术渊源与流变做深入探讨，认为根据艺术特点的差

异可分为四类：第一类可见在中亚活跃的游牧民族，以及鲜卑、高句丽艺术的影响，这类

圣树图像是北魏统治者内在文化基因与外来文化的糅合；第二类可见古印度艺术的影响；

第三类可见南朝艺术的影响；第四类是北朝民众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审美感受在各地的

新创，体现出中国民众的创造性和不同地区的风格差异性 （《美术学报》第４期）。郑燕
燕认为塔形器起源于古代印度，原为日用盛器，可盛放香料等物，后被借用为舍利容器；

随着中西交往，特别是佛教流布，这类器物逐渐东传，在西域它们仍被用作舍利容器，但

在内地则以盛放香料为主，被称为 “香宝子”；唐墓中的陶塔式罐造型应该模仿自塔形香

宝子，是外来香具或盛器的明器化，最初与舍利、佛塔、超升等并无关系 （《美术学报》

第１期）。
陈晓露对西域汉晋箱式木棺进行系统梳理，认为其混杂了多种文化因素，既有汉文化

因素，亦有西方与汉文化因素的融合，还表现出草原葬俗的影响；这反映出西域不是文化

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将外来文化因素吸纳、融合、创造，形成了独具自身特色的文化。马

艳从探讨北魏大同迎宾大道Ｍ７０墓主的族属出发，分析了北魏与欧亚草原西部族群方室
土洞墓的关联，以及鲜卑至北魏时期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西部人群的交流 （以上二文均

见陈晓露主编 《芳林新叶———历史考古青年论集》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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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上交流

陈灿平分析了印尼 “黑石号”沉船出水铜镜的类型及其流行年代，并与９世纪上半
叶唐墓出土铜镜进行比较，认为仿制过时的葡萄镜、花式花鸟镜是唐代外销铜镜中的标志

性符号 （陈晓露主编：《芳林新叶———历史考古青年论集》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陈克伦通过对 “黑石号”沉船出水唐代长沙窑瓷器、越窑青瓷、白瓷、绿彩瓷器、金银

器、铜镜的造型、装饰及图案等的解读，阐述了唐代中晚期外销瓷器的总体情况和所包含

的文化交流内涵；并对采集到的两件白瓷标本进行 Ｘ射线荧光光谱元素组成分析，探讨
外销白瓷可能的产地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４期）。

六　墓志与碑刻研究

（一）墓志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书是陕

西省考古研究院近年新入藏墓志的汇编，收录砖、石墓志２２８种，其中十六国前秦墓志１
种、西魏墓志３种、北周墓志５种、隋代墓志５种、唐代墓志及镇墓石１３１种、五代墓志
１种；墓志内容丰富，墓主有著名的上官婉儿、韩休等，对研究当时社会历史、民族融
合、家族关系以及碑刻文字等都具有重大价值。

毛远明编著 《西南大学新藏墓志集释》（凤凰出版社）一书收录西南大学石刻研究中

心２０１０年以来新藏墓志２５９通，其中北魏４通、东魏７通、西魏５通、北齐６通、北周
１２通、隋代１３通、唐代２０９通、后唐１通、后晋１通、后周１通，每通墓志下提供简要
信息、释文及相应校释。周晓薇、王其

-

《贞石可凭：新见隋代墓志铭疏证》（科学出版

社）一书搜集了２００８年以后新见隋代墓志１６３种，对每种墓志从基本信息、志盖志文、
疏证三方面进行个案整理与研究；疏证侧重厘清志主的出身、家族、世系、任职、婚姻、

子女、宅第、葬地等史料实况，并分析与志主生平事功相关联的史事。

李鸿宾 《墓志所见唐朝的胡汉关系与文化认同问题》（中华书局）一书选取高车·拓

跋、吐谷浑与粟特三个族群作为个案，结合墓志资料与传世文献，对唐朝外来族群进入中

原汉地的活动及其反映的胡汉关系进行细致和深入的考索。

另外，关于三国至隋唐五代墓志的论文不下于１２０篇，杜文玉主编 《唐史论丛》第

２８、２９辑 （三秦出版社）和西安碑林博物馆编 《碑林论丛》第２４辑 （三秦出版社）有

集中刊载，其他散见于各种期刊和集刊。墓志考释的内容大部分是探讨墓志主人的家世、

履历和所涉的历史事件。有些墓志论文也讨论到其他问题。例如葬俗和礼制方面，焦杰以

唐代墓志为核心，讨论唐代多娶制下夫妻二人合葬时，原配与继室之间因同穴权问题而呈

现出的矛盾与冲突 （《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第４期）；仇鹿鸣比较了唐萧遇墓志
与 《通幽记》两个文本对萧遇寻访生母陆氏葬地，先是误掘他人坟茔，最终完成迁葬的

事迹的记载，探讨了唐代墓葬的权厝与迁葬，及与之相关的法律、伦理问题 （《中华文史

论丛》第４期）；崔世平对后唐德妃墓志进行考释，由墓志铭中 “中朝轨式”的记载探讨

德妃的圆形墓葬形制 （《考古》第１２期）。墓志纹饰方面，沙武田通过对唐粟特后裔郑延
昌墓志线刻胡人乐舞图像的考证，认为此图像属中古墓志稀见图样，可归入广泛的墓葬乐

舞图，并讨论纹样寓意、乐舞属性、伎乐组合、图像功能等问题，认为该墓志图像属于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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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历史背景下粟特胡人后裔在墓葬文化上的创新，丰富了唐代墓志纹样 （《丝绸之路研究

集刊》第四辑，商务印书馆）。官制方面，卜天舒对唐代程安墓志所记载的车营军使进行

了重点探讨，认为所谓车营军是中晚唐时期各藩镇专门负责后勤事务、粮饷转运的一支后

勤部队，车营军使则是这支专门部队的指挥官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３期）。历史
地理方面，蒋子谦利用传世文献与墓志，考证东魏北齐邺城实施 “县—里”的行政区划，

并辅助以 “县—部—行—里”的管理区划，总结邺城内外可考的行有６个、坊有１０个、
里共５７个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１１期）；毛阳光结合 《洛阳伽蓝记》等文献记载、

洛阳出土胡俑以及隋唐墓志对祖先洛阳行迹的追述，考证唐 《宋彻墓志》和武周 《田玄

敏夫人李氏墓志》中记载的 “胡坊”应渊源于北魏时期在洛河南岸安置西域胡人的慕义

里，直到唐代前期，胡坊旧称尚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胡坊村 （《中国典籍与文化》第

４期）。宗教信仰方面，雷闻对 《唐景龙观威仪检校修功德使田尊师墓志铭》进行详细考

释，志主田覹是杨贵妃受的度师，是唐玄宗崇道运动的亲历者，深度参与了当时的许多

重要事件，为理解盛唐道教提供了宝贵资料 （《中华文史论丛》第１期）。

（二）碑刻

渠传福对 《山西定襄居士山摩崖碑为西晋胡奋重阳登高纪功碑》重新考证，认为其

所记功绩是西晋咸宁二年 （２７６年）胡奋在并州平定鲜卑的事迹，而非征讨南匈奴 （《文

物》第５期）。杨晓明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和相关历史文献，复原西晋 《齐太公吕望表》的

完整碑文，并予注解，还论述了相关史实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１１期）。
王庆卫通过对西安碑林博物馆藏梵语陀罗尼经幢刊刻内容的分析，认为其当称作

“梵文真言陀罗尼经幢”，唐建中二年 （７８１年）刻立于大兴善寺，其性质和尼泊尔没有
关联，而应该与不空碑同属于不空三藏卒后的礼仪纪念碑 （《文博》第６期）。王乐庆通
过考察西安博物院藏 《唐会昌二年 （８４２年）铭经幢》，分析唐代的孝道思想，以及建幢
人彭城郡刘氏的族源等问题 （《文博》第２期）。

诸城市博物馆公布了山东诸城龙兴寺遗址出土唐开元二十年 （７３２年）《卢舍那放光
碑》的形制、碑文等资料，并考证了佛头、龙兴寺等相关问题 （《海岱考古》第十二辑，

科学出版社）。郭新明通过对山西晋城青莲寺唐大和七年 （８３３年）碑刻的释读和考证，
管窥当时青莲寺佛教文化的地域特色及其深刻影响 （《文物世界》第２期）。

夏吾卡先以吐蕃赤德松赞墓碑的新拓片为基础，结合传世文本资料，重新对勘、补录

碑文，更译、论证了前人的译文，考证了传世文本的形成年代与抄写之人 （《西藏文物考

古研究》第３辑，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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